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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日本電子大廠後之隱憂：

臺灣 FPD產業的
戰略性耦合與技術依賴

田畠真弓*
專修大學商學院教授

本研究從「戰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角度試圖探討臺灣 FPD
（Flat Panel Displays，平面顯示器）產業在這幾年無法提升附加價值的情況之
下，科技人才流失到國外，不容易推動產業轉型的主要原因。在本研究，筆者

針對臺日廠商進行深度訪談，從 GVC（Global Value Chain）策略及資本主義
調整模式等分析角度，探討臺日科技產業戰略性耦合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

臺灣廠商透過戰略性耦合，快速地打敗夏普等日本品牌電子大廠下游部門的競

爭力。但缺乏長期性人才培訓機制以及人才流動等因素，對於臺灣廠商內部的

技術學習累積帶來負面的影響，導致無法主導核心技術的開發，不容易擺脫依

賴於日本技術的困境。

關鍵字：技術依賴、戰略性耦合、調解模式、FPD產業、臺日比較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三十三卷第二期（110/6）, pp. 287–331
○C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mail: formosalounge123@gmail.com
投稿日期：107年 9月 4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 2月 17日



28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壹、前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 1848年指出，生產力的增長使得資本家累積剩餘價值以

擴大企業組織的經營規模，因此，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產業生產力的不

斷增長。生產力的持續發展需要如下兩種因素，第一個是技術水準的提升與

創新，另外一個是市場的擴大（Marx and Engels, 1998）。回顧日本科技產業

界的發展過程，日本政府與產業界不斷地推動技術國族主義以加強技術水準

的提升與創新策略。在亞洲供應鏈，日本科技產業界透過壟斷關鍵技術掌控

商業的主導權，成功地提升產品毛利率。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國、巴西、

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nomy）的市場快速擴大，臺灣以及

韓國的科技產業開拓新興市場並從日本企業爭奪國際市場，試圖轉變與日本

企業之間技術依賴為主的不對等權力結構。但如韓日貿易戰1的情況顯示，

臺灣與韓國的科技產業仍依靠日本的上游產業（電子材料與生產設備）生產

半導體以及 FPD（Flat Panel Displays，平面顯示器）2成品，無法獨立生產

科技產品。在本研究，以 FPD產業的供應鏈為例，描述臺灣廠商與日本電子

產業間技術與市場優勢的權力鬥爭，以嘗試探討臺灣廠商無法推動產業技術

升級的結構性原因。

1976年前後臺灣的科技產業界開始研究 FPD的製造技術，至今已有約

40年的發展歷史。1970到 1990年代，臺灣廠商藉由自美國引進之技術製造

TN-LCD以及 STN-LCD等中階液晶面板。1997年以降，開始從日本引進技

術生產高階 TFT-LCD（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薄膜電晶

體液晶面板）。2000年起進入產業整併期，在大尺寸（10吋以上）TFT-LCD

1  因為前徵用工問題，日韓政治關係惡化，日本政府在 2019年 7月初宣布管制出口日本輸往
南韓的高純度氟化氫、光阻劑和氟化聚醯亞胺（PSPI）等三項上游關鍵電子材料，對三星
電子和 SK海力士等韓國半導體企業帶來非常大的衝擊（諸玲珍，2019；邱怡萱，2019）。

2  FPD（Flat Panel Displays，平面顯示器）具解析度高、厚度薄、重量輕的特性，主要的應
用產品包含電視、智慧手機、移動電腦、醫療面板和車載顯示面板等。在 FPD市場的主流
顯示器產品大致分為兩種：TFT-LCD（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薄膜電
晶體液晶面板）與 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有機發光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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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市場，友達光電與群創兩大廠商與韓國企業展開激烈的競爭（閻逸平， 

2010）。然而，1990年初以前曾在全球 TFT-LCD市場占有率第一的日本電子

大廠，在面對韓國與臺灣企業的急起直追下，被迫退出大尺寸 TFT-LCD製

造市場。臺灣的 TFT-LCD廠商 2004年雖然首度超過韓國廠商所控制的全球

占有率，但這幾年來還是被韓國廠商追上來，無法達成產業的升級。目前而

言，韓國的電子大廠投入附加價值比 TFT-LCD高的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有機發光二極體）的研發業務，已經與專心投入 TFT-LCD

等液晶顯示器製造業務的臺灣與日本的廠商拉開很大距離，在全球 FPD市場

遙遙領先。友達、群創等一線大廠雖然透過合併擴大規模，但如今仍很難與

南韓三星、LG顯示器等大廠競爭，甚至在臺灣國內最早進入 FPD製造技術

領域的第二線廠商，大同旗下的華映，2019年 3月 28日公告 2018年的財務

報告，同年第 4季虧損擴大，全年淨損高達 195.61億元， 華映面臨相當嚴

重的財務危機（林宏文，2018；股海老牛，2019）。

本研究擬從「戰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Yeung, 2015; 2016）以

及臺日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regulation mode）的觀點進行 FPD產業的全

球價值鏈（GVC）策略分析，以重新探討臺灣廠商無法轉移到產業升級與自

立發展階段的窘境。戰略性耦合的觀點認為，在東亞資本主義從「發展型國

家時期」（developmental state：1950年代到 1980年代）轉變為「後發展型國

家時期」（post developmental state：1980年代到現在）中，趁著全球競爭的激

烈化、對垂直分工的需求增加等趨勢，邊陲國家企業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

供應鏈管理」（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以將企業的資源與外資跨國

企業的需求連結在一起，提升經濟交易上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甚至試圖翻轉與外資跨國企業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Kleibert, 2014）。

戰略性耦合的觀點相當注重邊陲國家的產業發展，從仰賴政府的強大主

導與全面性的輔導之過程（strong developmental state），轉變為 2000年代之後

由企業主導產業發展模式（firm specific initiatives），強調邊陲國家的企業主動

地參與全球供應鏈的策略行動過程。但戰略性耦合忽略此策略過程的黑暗面

（‘dark side’ of strategic coupling）：如果邊陲國家企業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資源

可以與外資跨國企業建立對等的交易關係，則會面臨戰略性耦合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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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對等的價值獲取（value capture）、剝削勞工以及階級對立等負面問

題（Coe and Hess, 2011; MacKinnon, 2012）。本研究從戰略性耦合的黑暗面試

圖探討臺灣 FPD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無法達成功能升級的主要原因：臺灣 FPD

產業透過全球電子產業的社會網絡，從美國以及日本引進關鍵技術與人才，

從日本電子大廠奪取全球液晶面板市場，但臺灣廠商在 FPD生產設備與上游

關鍵電子材料的領域上，卻面臨無法擺脫依賴於日本廠商之技術的困境。

本研究透過學術文獻與書面資料的分析，以及針對臺灣國內 FPD製造、

FPD生產設備、電子材料廠商、產業公會以及獵人頭公司等相關主管共 21人

的訪談，蒐集臺灣 FPD廠商與日本企業之間互動關係的看法。在日本蒐集資

料方面，對於日本的東亞高科技市場調查公司、FPD製造、FPD生產設備、

電子材料廠商、高科技產業技術顧問等相關主管共 15人進行訪談，在韓國也

針對 FPD產業公會、韓國財閥電子大廠主管進行初步訪談，深入地了解在東

亞科技產業臺灣廠商所面臨的問題與臺灣與日本企業之間的權力關係。

貳、文獻回顧與分析架構

一、發展型國家、社會鑲嵌、GVC、戰略性耦合

1970年代到 1980年代，世界體系理論與依賴理論透過核心國家與邊陲

國家間堅定不移的權力不對等社會結構的觀點，詮釋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

（Chase-Dunn, 1975; Bornschier et al., 1978; Dicken, 1998; Dicken et al., 2001）。

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國家控制邊陲國家的資源而推動富裕的再生產，低

度發展是全球資本主義持續擴張以加深核心國家與邊陲國家間不對等的發展

（Amin, 1974; Frank, 1967; 1976）。現代化理論傳統上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

長當成依循西方模式而行的線性演化發展，但世界體系論認為，發展中國家

的經濟發展鑲嵌於核心國家主控的世界經濟體系，後者的發展只是以前者的

不發展為前提的過程（Wallerstein, 1974）。

戰後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給日本、臺灣、韓國以及新加坡等東亞新興國

家（NIEs）帶來向歐美核心國家經濟體挑戰的機會，1960年代日本經濟起

飛，1980年代末期起，東亞新興國家蓬勃發展，如 Evans（1995）的研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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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發展中國家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發展策略向核心資本施壓，試圖轉變與

核心國家之間的不對等權力結構。從此之後，發展型國家的成長模式開始被

認為是後進國家取得發展的關鍵。與此同時，經濟社會學的制度與網絡分析

延伸到發展研究的範圍內（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政府與企業組織間、

企業組織間的協力網絡成為強而有力的分析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學術觀點與

方向。受到此西方經濟社會學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研究的影響，臺灣社會學者

投入企業或產業研究已有大約三十年以上的歷史，主要探討臺灣企業在全球

市場分工體系的發展模式。1985年到 1995年，臺灣「社會與企業」的研究開

始蓬勃發展，臺灣的經濟社會學者聚焦於經濟活動鑲嵌於社會與文化層面，

探討臺灣大型企業家族化以及臺灣中小企業的網絡化等議題。陳介玄、高承

恕（1991）描述企業運作的家族與人情關係，謝國雄（1993）和柯志明（1993）

探討臺灣小頭家經營的社會機制，1990年代之後，從美國回來的社會學家，

例如曾瑞鈴（Tzeng, 1995）及曾嬿芬（Tseng, 1997）等人從社會資本、信任

等角度來解釋臺灣的企業跨國運作的邏輯。1996年之後，陳東升（2008）以

及徐進鈺（1998; 1999）各自開始探討高科技產業網絡與產業群聚，這些經濟

社會學以及經濟地理學者從社會鑲嵌的角度深入地探討產業全球分工、技術

創新學習等議題（更詳盡的討論詳見熊瑞梅，2008）。他們發現，在臺灣高科

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社會網絡等社會鑲嵌的因素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國家與產業間的合作網絡、跨國人際網絡、以產業群聚為基礎的技術學習網

絡、開放性企業間關係以及技術人才的高度流動性等，都是臺灣經濟社會學

界所討論而分析出來的臺灣高科技發展機制。

如上的西方與臺灣國內發展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都聚焦於

在邊陲國家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制度、國家與企業間以及企業

間社會關係、人際網絡所扮演的能動性角色。Gereffi等GVC學者們則關注主

導企業（lead firms）控制並帶動整個價值鏈治理（value chain governance）的

結構性面向，在此結構中，試圖分析供應商透過與主導企業之間的合作網絡

關係如何提升附加價值，在何種條件下能夠達成產業「升級」（upgrading）以

影響到整個價值鏈治理（Sako and Zylberberg, 2017）。Gereffi（1994）認為，

核心國家廠商在全球商品鏈的平臺上，利用技術水準與品牌知名度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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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邊陲國家的廠商。他進一步地指出，邊陲國家供應商只要成功地參與全

球商品鏈，便能夠達成穩定的技術接合（technology articulation），透過組織學

習機制，容易提升它在價值鏈治理模式（governance mode）上的地位。邊陲

國家供應商從出口導向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技術階段，發展成委託代工（Orig-

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以下簡稱 OEM）以及委託設計製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s，以下簡稱 ODM）的技術密集型技術層次，甚至可以達

到毛利率相當高的突破性技術階段：新創的商品、服務、設計、行銷以及金

融體系等（Gereffi, 1999: 39）。

GVC先前的研究，在價值鏈結構中供應商所發揮的產業「升級」策略

方面，累積了一些分析成果，Blažek（2016）指出，「升級」策略有如下的

四種類型：「商品升級」（product upgrading）、「生產過程的升級」（process 

upgrading）、「功能升級」（functional upgrading）以及「跨領域的升級」（inter-

sectoral upgrading）。「商品升級」意味著開發高附加價值的新商品，「生產過

程的升級」則是供應商在生產過程中採取的降低成本的策略，例如，調整人

事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以及加強經營環境等（Blažek, 2016: 853–855）。Hum-

phrey and Schmitz（2002）、川上桃子（2018）的研究顯示，臺灣的科技產業

供應商透過「跨領域的升級」策略，在與客戶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中，

學習核心技術知識以成功地從低階技術價值鏈治理模式轉移到高階技術治理

模式，華碩等電腦大廠即是代表性的例子。此透過與品牌大廠客戶之間的互

動關係學習技術知識的方法，就不需要在公司內部長期的進行「反覆試驗學

習」（try and error）以快速趕上與配合技術革新的腳步。但後述的分析顯示，

臺灣 FPD產業的另外一個優勢在於「生產過程的升級」，是透過調整人事成

本以及物流系統以提升競爭力的策略。「功能升級」所指的是供應商透過各

種因素爭取與保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如：組織的統理架構、組織能力、供

應商本身的毅力以及供應商所屬於區域的創新系統等。

GVC觀點也指出「升級」策略的限制。例如，邊陲國家的供應商加入

GVC時，「經濟租」（技術水準、創新能力以及附加價值等經濟競爭力）扮演

關鍵性的角色。「經濟租」使得供應商在 GVC順利建立進入障礙以成為市場

領導者。但如果廠商無法擁有「經濟租」，則在整個生產網絡只好扮演「功



臺灣 FPD產業的戰略性耦合與技術依賴 293

能降級」（functional downgrading）的角色。Blažek（2016）進一步地分類供

應商選擇「功能降級」的三種主要動機：「被動的功能降級」（passive down-

grading）意味著應高階客戶的需求，供應商被逼迫轉移到生產簡單功能商

品的領域；「適應功能降級」（adaptive downgrading）則是供應商無法承受競

爭的壓力，開始專心經營低階或小規模市場，或從最終產品的生產轉移到零

組件的生產領域等策略。舉例而言，東歐羅馬尼亞國家的服飾廠商加入西歐

生產鏈之後，放棄高階的全套包裝生產並專注低階的組裝生產領域；「策略

降級」（strategic downgrading）所指的是供應商充分利用它的核心競爭力，並

轉移到特殊的利基市場，以加快爭取到利潤的速度。例如，德國汽車零組件

廠商Keiper主動放棄整套的車上座椅模組領域，專注生產座椅的金屬結構。

Blažek的分析顯示，供應商在生產鏈若沒有「技術租」，則無法承受競爭的

壓力，只好選擇「適應功能降低」。

在經濟地理學界頗著名的戰略性耦合觀點，與 GVC在價值鏈治理結構

中的企業策略分析角度不同，其以整合跨國科技人才社群、邊陲供應商與核

心國家企業間合作關係以及跨國委託生產模式等結構因素，試圖分析邊陲供

應商積極主動地與核心國家企業間建立跨國合作網絡的過程（Yeung, 2016: 

59–194）。與注重國家主導發展模式的「發展型國家」觀點不同，GVC與戰

略性耦合同樣探討供應商的策略面向。但 GVC僅聚焦於供應商的策略如何

影響價值鏈治理結構，戰略性耦合則試圖分析供應商透過制度背景、企業組

織合作模式等制度、社會網絡等因素與核心國家企業建立合作網絡關係的能

動性。換句話說，戰略性耦合的分析目標在於，全球商品鏈、國家以及社會

與社群力（societal/communitarian forces）3如何互動與協調帶動邊陲國家區域

供應商成為主導企業的趨勢。如此，戰略性耦合與 GVC的討論不同，此觀

點指出，亞洲領導型供應商在全球商品鏈發展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從

早期的創造者（demiurge）以及耕耘者（husbandry）等主導角色轉變成催化

3  臺灣已經進入「後發展型國家」（post developmental state），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扮演的角
色變成輔助性的。因此，Yang et al.（2009）認為如何透過戰略性耦合詮釋跨國社群（trans-
border community）在政府與經濟競爭力的互動過程中扮演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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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catalyst）角色，領導型供應商受到政府的制度與策略之支持，逐漸地從

歐美主導企業的夥伴角色，轉變成整個全球生產鏈的主導企業。

邊陲區域供應商的發展策略受到每個國家的制度、企業組織合作模式、

社會網絡以及與核心國家企業建立合作網絡關係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戰略

性耦合並不能適用於所有邊陲區域的供應商。供應商的發展受到結構與制度

環境的影響。因此，有些區域的供應商不但無法加入全球商品鏈（Yang et 

al., 2009），甚至 Kaplinsky（2000）也指出，戰略性耦合對於供應商的發展

帶來負面的問題。例如，有些區域的供應商雖然積極地加入全球商品鏈，但

它在全球整合的過程中若無法拿到利益，則將陷入貿易商品價格與勞工薪資

不斷地降低以及所得水準往下僵硬化的窘境。他認為，在全球商品鏈拿到利

益的基本條件是「進入障礙與經濟租（economic rent）4」、「治理機制」（gov-

ernance）以及「系統效率」（systemic efficiency），缺乏這三種優勢的區域，

在全球整合的過程中難免會扮演邊陲弱勢的角色，薪資與所得水準也受到負

面的影響。

如前所述，GVC觀點認為，邊陲國家的供應商透過與品牌廠商之間的交

易連結關係，容易提升它們在整個商品網絡中的附加價值。但 Bair與Werner

（2011）的研究顯示，也有雖然積極地參與全球商品鏈，但受到客戶訂單縮

小的影響，以致於無法維持附加價值而被迫脫離全球商品鏈的案例。例如，

1990年代，巴西拉古納（La Laguna）的區域供應商，受到北美自由貿易協

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區域農業發展優勢等的

恩惠，快速地成為全球供應商，在當地建立一個大規模的牛仔服飾的產業群

聚，主要客戶都是 GAP、Calvin Klein等美國主流服飾品牌大廠。但 2004年

到 2008年，美國的訂單急速縮小，拉古納的供應商遭到被脫離全球商品鏈

的困境。巴西政府、產業社群以及企業組織之間形成的區域制度系統，無法

調整他們的附加價值與競爭力，這也造成他們無法加入新的市場與供應鏈：

4   「經濟租」意味著廠商透過技術水準等優勢提高進入障礙以避開競爭對手的攻擊，「治理機
制」則是調整與安排經濟租以提升利益的機制，「系統效率」所指的是業務與工作效率的提

升（Kaplinsky, 2000: 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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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耦合策略過程的失敗。Kleibert（2014）以菲律賓的兩個都市：Baguio

與 Bacolod為例，進行兩個區域戰略性耦合之成敗的比較分析。他的研究結

果發現，Bacolod政府積極地扮演當地科學園區開發商的角色，地方政府官

員與外資（商業流程外包開發商：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developer）之

間進行交易談判時堅持他們的能動性，協助當地供應商以有利的條件與外資

建立合作關係，以改變與外資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與 Bacolod政府不

同，Baguio政府沒有足夠有力的交易談判能力，無法協助當地供應商以有利

的條件加入全球供應鏈。至於此類全球交易網絡中產生的「脫軌」（disarticu-

lation）或戰略性耦合的黑暗面，Bair 與Werner強調，深入分析區域廠商脫

離全球商品鏈的主要原因與細節後，較容易釐清區域廠商後續進入何種全球

商品鏈與如何調整累積資本的策略等重要問題。商品鏈脫軌以及戰略性耦合

黑暗面的分析角度，讓我們看到邊陲區域供應商長期持續參與全球商品鏈的

過程與機制，也看到他們在整個商品鏈提升附加價值，並在交易網絡的永續

發展策略等，這些都與供應商所屬的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等區域個別的脈絡

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Bair and Werner, 2011: 1012–1014）。

GVC的觀點主要探討邊陲國家供應商在價值鏈治理結構中推動產業升級

的策略面向，戰略性耦合從制度背景、企業組織合作模式等網絡關係試圖分

析邊陲國家供應商與核心國家企業建立合作關係的能動性展現。此兩個觀點

都有思考供應商推動產業升級時的限制，GVC的觀點認為，邊陲國家的供應

商在選定供應鏈業務、進行多樣化買家客戶策略（buyer portfolio）、採取技術

革新策略的過程中陷入失敗時，無法達成產業升級（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 Sturgeon et al., 2011; Sako and Zylberberg, 2017）。在戰略性耦合的觀點，

供應商無法透過跨國企業間關係、國家的政策支援以及社群力爭取到優勢

時，則不容易推動產業升級。但 GVC與戰略性耦合幾乎都沒有探討不同國

家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差異對於供應商的行動策略帶來的影響，無法深入地分

析不同國家的供應商在同一個產業的運作中遭遇問題的主要原因。因此，本

研究引進臺日資本主義「調節模式」觀點，從不同國家的制度與文化的角度， 

試圖探討臺日核心企業與供應商在同一個產業與價值鏈的運作中，他們遇到

的問題與使用的策略之間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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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亞資本主義的多樣性與調節模式

調節模式的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制度與文化的差異對於區域資本主義的

發展帶來不同的影響，本研究透過調節模式的理論觀點深入地探討對於「臺

灣與日本戰略性耦合」策略過程帶來關鍵性效應的結構與制度環境的差異，

以分析臺灣的 FPD廠商所面臨的如下危機：臺灣的廠商雖然在製造面板的

技術領先，但在毛利率最高的面板電子材料以及生產設備領域，無法趕上日

本的技術水準，只好選擇「適應功能降低」策略，放棄電子材料以及生產設

備的本土化。在此狀況之下，臺灣 FPD廠商是否專心投入面板製造相關的投

資，維持僅加強砍掉人事成本與提升物流效率等「生產過程的升級」策略？

核心競爭力都在「生產過程的升級」的電子代工廠，需要靠全球生產網絡降

低人事成本，透過全球物流網絡提升交貨速度等策略，以在品牌電子大廠所

主導的國際市場持續生存。但問題是，受到技術能力不足的影響，臺灣的廠

商容易被其他的競爭對手淘汰，面臨相當激烈的成本壓力，如歐美日電子大

廠給它們的削減成本壓力，於此同時，必須花龐大的經費採購歐美日專業廠

商所提供的昂貴電子材料與生產設備（Blažek, 2016: 851）。如歐美的先前研

究指出，新興工業國家的服飾廠商在全球供應鏈加強「生產過程的升級」以

爭取到歐美工業國家領導廠商的訂單。問題是歐美的領導廠商—品牌大廠

以及大零售商—都認為，新興國家在公共設施方面並沒有達到完美水準，

廠商也無法發展高階設計知識與行銷。因此，品牌大廠對於新興國家的供應

商沒有特別期待創新能力，新興工業國家的廠商不容易建立長期發展的機制

（Lane, 2008: 236）。

這幾年來，資本主義多樣性（Hall and Soskice eds., 2001）的討論在歐洲

政治經濟學學術界受到相當大的矚目，法國的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

也開始探討東亞資本主義的獨特發展模式，他們認為「資本主義」（capital-

ism）不是單一的存在，而是包含各種不同國家（臺灣、中國大陸、韓國以及

日本等）特色的複數性存在（capitalisms）（Boyer et al. eds., 2012）。調節學派

論者雖然探討東亞各國與核心國家之間的連結關係，但他們僅注重國際貿易

與外商直接投資（FDI）對於東亞各國企業與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卻忽略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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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科學技術所扮演的角色（Boyer et al. eds., 2012）。在

資本主義多樣性與調節學派的脈絡中，調節模式則是一種「社會生產模式」，

例如，企業組織調整與其他企業、政府部門、政策決策者、產業公會、勞工

團體以及勞工之間的關係以提升經濟表現（Hall and Soskice eds., 2001: 45; 山

田鋭夫，2008: 112–127）。Hall and Soskice探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調節模

式，他們認為美國採用 LME（Liberal Market Economies，自由經濟市場模

式），德國等福利國家則採取 CME（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協調經

濟發展模式）（Hall and Soskice eds., 2001）。先前臺灣與日本於經濟與社會的

研究成果顯示，臺日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具有如下的個別特性。日本的資本

主義透過「企業主義調節模式（companyist regulation）：FPD分工合作體系

（包括電子材料以及生產設備等上游部門到製造 FPD以及生產 FPD電視的下

游部門）、企業運作管理保障、終身雇用制、企業內部升遷制度」，臺灣的資

本主義則透過「戰略性耦合：國家與產業間合作網絡、企業間╱跨國社會網

絡、員工的高度流動性以及調整與磨合（tuning）日本技術的能力」調整與

控制內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試圖達成產業與經濟的永續發展。筆者在接下

來的章節試圖探討臺日 FPD產業在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調節模式下，透

過戰略性耦合策略過程調整（coordinate）與合作廠商之間的關係。

參、日本資本主義調節模式與 FPD戰略性耦合

一、日本資本主義調節模式的衰落與FPD產業技術的國外流失

從 1960年代到 1990年代，日本消費電子產業壟斷整個東亞電子商品市

場。從電視機的開發到半導體以及 FPD的大規模生產，日本八大消費電子

大廠：日立、東芝、三菱、夏普、富士通、松下、索尼和 NEC大約壟斷全

球消費電子市場 30多年。但 1990年代之後，受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

影響，日本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產生了重大的變化，日本電子產業失去了競

爭力，韓國財閥集團企業快速追上來，給日本電子大廠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日本的政治經濟學者深受法國調節學派的啟發，在 1970年代後期將日本資

本主義的調節模式稱為「公司主義調節模式」（Yamada and Hiran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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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義調節模式」有如下三種制度特性：「雇用保障」（employment secu-

rity）、「企業運作管理保障」（management security）以及「企業內部長期性

培養人才與技術機制」（long-term inhous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Yamada and Hirano, 2012）。「雇用保障」包含終身雇

用制以及公司內部勞動市場、「企業運作管理保障」所指的是透過交叉持股、

企業間合作關係、在主銀行（main bank）與企業之間的融資與持股關係以確實

保住穩定的經營資金（Yamada and Hirano, 2012: 16–17；劉兆隆，2007: 32）。

最後的「企業內部長期性培養人才與技術機制」與公司內部勞動市場機制息

息相關，在很少發生跳槽以及換工作的情況之下，公司能夠長期培養員工的

工作能力，也透過「反覆試驗學習」累積員工的經驗與提升技術水準。

1990年代之後，日本政府因無法承受美國政府的壓力而放寬國際金融管

制。金融自由化對於日本國內的交叉持股、與特定的銀行之間的密切合作等

穩定的資金籌措機制帶來相當大的衝擊，結果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長期以

來扮演調節日本社會功能的「公司主義調節模式」因受到工作保障、公司內

部升遷以及員工福利機制等之衰落而遭受了相當嚴重的打擊（山田鋭夫，

2008: 178–208）。「公司主義調節模式」的激烈變革對日本消費電子產業的發

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戰後的成長時期，日本的消費電子大廠建立大規模的

垂直整合生產機制。但受到「公司主義調節模式」的改變，又加上 2000年

發生的網絡泡沫崩潰的影響，日本電子大廠面臨財務危機。韓國財閥集團企

業的快速追趕也加快日本電子大廠的衰退，虧損持續擴大，結果無法維持垂

直整合大規模生產模式。

日本電子大廠在 1970年代開始投入液晶面板產業的研究開發，自 1980

年代開花結果後，1990年代初期到 1997前後就是日本 TFT-LCD產業的全盛

期，當時在日本主要的電子大廠（日立製作所、東芝、三菱電機、松下電器、

富士通、三洋電機以及夏普）都在總公司設有 TFT-LCD事業部。1998年之

後，日本電子大廠受到韓國企業的追趕，開始失去全球市場占有率。韓國企

業在 1980年代開始投入液晶面板產業，1995年三星電子與 LG電子推動量產

生產線，1998年後將液晶面板產業的重心擺在大尺寸 TFT-LCD領域。當時韓

國企業預測，不久的將來大尺寸液晶面板變成筆記型電腦液晶面板市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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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投入超過 20億美元的龐大資金建設四條三代以上大型生產線，培養與日

本電子大廠並肩的大尺寸液晶面板量產能力。1997年經濟危機對韓國企業造

成相當嚴重的衝擊，但韓元大跌帶動出口競爭力，三星電子與 LG電子逆向

操作，以低價策略從日本電子大廠手中搶奪市場占有率，韓國企業在世界大

尺寸 TFT-LCD市場占有率由 1997年的 16.5%上升到 1998年的 26.5%。1999

年剛好遇到 TFT-LCD的供不應求，三星電子與 LG Philips LCD的 TFT-LCD

事業之營業額都超過 20億美元的規模。三大韓國廠商（現代電子、三星電子

以及 LG Philips LCD）的 TFT-LCD營業總值達到大約 44億 5000萬美元，給

日本電子大廠帶來相當大的壓力（黃朝義，2000）。三星電子等韓國財閥企業

在半導體動態記憶體、TFT-LCD等領域透過大量的資本投入和大量生產的方

式來推動技術創新，這些以規模經濟、垂直整合及大型企業為基礎的新熊彼

得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帶動韓國高科技產業的快速成長（王振寰，2007: 194）。

韓國高科技產業順利加入全球商品鏈的主要原因在於韓國政府與財閥企業之

間密切的合作關係促成戰略性耦合策略過程，韓國政府透過金融政策支援財

團籌措資金，韓國財團企業建立不顧財務風險的「高負債高成長」發展模式

（王振寰，2010: 247–252），以推動高科技產業的大規模生產體系。

如此，在東亞 FPD產業場域韓國財閥企業的迅速發展，對日本電子大廠

的經營策略帶來相當大的衝擊，網路泡沫崩潰（2000年）也使得日本電子大

廠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隔年它們都面臨嚴重的虧損（赤羽淳，2005）。日本

電子大廠開始與臺灣TFT-LCD產業之間建立合作關係，將臺灣整合到全球商

品鏈，試圖突破蓋廠的資金壓力。臺灣的 FPD產業開始受惠於戰略性耦合的

優勢，但受到日本資本主義「公司主義調節模式」衰落的影響，日本電子大

廠已經無法透過在主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融資與持股關係爭取到穩定的經營資

金（內閣府，2003）。2001年以降，主要的電子大廠因將公司內部的TFT-LCD

事業部當成「無利益的部門」（unprofitable department），便開始「分社化」，

也就是讓TFT-LCD部門獨立出去成為關係企業或分公司。譬如，三菱電機的

液晶面板業務是由關係企業的三菱ADI（現Melco Display Technology）等公司

接管，富士通讓液晶面板事業部獨立，成立新公司富士通Display Technologies

（2002年3月22日）。東芝與松下合資成立東芝松下Display Technolog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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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NEC以及日立也讓內部的液晶面板部門獨立出去，各自成立 NEC

液晶Technology（2003年 4月）以及日立Displays（2002年 10月）。這些「分

社化」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小規模的企業組織提升經營效率以及決策的速度。

但變成小規模企業組織，則無法上市且更不容易籌資，沒有辦法繼續投資大

尺寸 TFT-LCD工廠。除了夏普之外，日本的 FPD產業則往不需要龐大資金

的、客製化（custom-made）的中小型液晶面板領域走。專門從事大尺寸液

晶面板業務的一部分的日本科技人才則開始離開日本公司，跳槽到臺灣的液

晶面板廠商。日籍科技人才的跨國流動促成液晶面板核心技術知識的快速擴

散，提供給臺灣技術人員學習日本隱性技術知識，臺灣廠商引進日籍科技人

才的趨勢大約 2002年之前已經普遍化。

赤羽淳（2008）研究顯示，日本電子大廠面臨韓國企業的技術追趕以及

生產成本壓力增加的結果，將非標準化、磨合型的隱性技術轉變為標準化技

術，將此關鍵技術移轉給臺灣 FPD廠商以建立與臺灣企業間合作關係，試圖

對抗韓國企業。具體而言，2001年之後， 日本電子大廠將 TFT-LCD製程的

核心技術從隱性知識轉變為標準化的知識。此標準化的 TFT-LCD製程技術被

鑲嵌在生產設備，透過生產設備往韓國、臺灣出口而迅速地擴散到臺灣 FPD

產業。FPD生產設備廠商通常與液晶面板廠商密切合作以共同找出面板的缺

陷，協調改善品質，因此，透過設備廠與液晶面板廠商之間的合作關係，製

程的技術逐漸地被移轉到設備廠（JE75）。如後述，支援這些技術的生產設備

市場幾乎都被 ULVAC、大日本 screen製造、東京電子（TEL）、飯沼 gauge

製作所等日本廠商壟斷。日本電子大廠透過與設備廠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將所

開發的 TFT-LCD製造技術鑲嵌在生產設備裡面，臺灣液晶面板產業從日本

設備廠商購買生產設備時，透過日本設備廠商的現場指導而學習關鍵的 TFT-

LCD製造技術與 know-how（JE10）。

如此，日本的液晶面板製造技術透過日本的設備廠從日本電子大廠開始

流失到國外。2002年起，三星電子、LG Philips、友達光電、奇美電子、瀚宇

彩晶、廣輝電子等韓國與臺灣廠商開始量產 TFT-LCD，這些廠商的生產線世

5  訪談編號：J字頭表示日本訪問對象。T字頭表示臺灣訪問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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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幾乎都是第三．五代到第四代。2004年起，夏普、LG Philips、友達光電開

始量產第六代 TFT-LCD。至於第七代廠，三星電子從 2005年， LG Philips、

友達光電則從 2006年進入量產的階段。根據赤羽淳（2008）所進行的日本、

韓國以及臺灣企業投入次世代液晶面板的年代比較分析，從第一代廠到第三

代廠，臺灣企業投入量產的時期比日本晚大約 4年。但到了第四代廠，其差

距縮短到僅 1年。之後從第五代廠到第七代廠，臺灣企業離日韓廠商投入時

期只有零到 1年就進入最先進的量產階段。因此，臺灣的 TFT-LCD產業僅

花了大約 10年的時間追上日本電子大廠的技術水準。

如上的分析顯示，在日本戰後大約 5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科技的發展

是日本政府與企業界所邁進的目標，日本汽車、科技產品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促成此趨勢。但經過將近二十年的不景氣、「失落的二十年」的影響，再加上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導致日本資本主義「公司主義調節模式」的瓦解，日本社

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停滯期。Sony、Panasonic等日本電子產品的

品牌效應雖仍在亞洲市場持續發酵，但事實上，日本公司好不容易維持的僅

是品牌知名度，半導體、FPD等電子產品的主要製造據點已經不是在日本，

而是在韓國與臺灣。2004年之後，夏普（Sharp Corporation，日本第一大液

晶面板廠商）為主的日本電子大廠開始推動技術開發的「黑盒子化（技術保

護）」策略，換言之，即為防止核心技術知識流失到臺灣 TFT-LCD廠商的措

施，例如，將品質改善方面的技術開發業務都在製造公司裡面進行，盡量避

免與設備廠商合作進行提升良率的研究，以免透過臺灣廠商與日本設備廠商

之間的互動而洩漏核心技術知識的機會（JM3）。但由於臺日廠商之間的代工

合作、日本生產設備公司與臺灣客戶（臺灣 FPD製造廠商）之間的合作關係

以及日本科技人才的國外流失等因素（田畠真弓，2018），日本電子大廠的

技術保護措施無法發揮它的作用。

二、 日本FPD戰略性耦合的改變：從「下游控制」轉變為「上
游控制」

如上一節的分析顯示，日本電子大廠的 FPD製造部門受到日本資本主義

的「公司主義調節模式」衰落以及韓國財閥集團電子企業的追趕之影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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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資金短缺、技術知識與人才流失等相當嚴重的危機。從日本 FPD產業最盛

行的 1990年代到 2000年初期，日本的 TFT-LCD生產設備與電子材料廠都將

大量的產品銷售給日本國內大宗客戶：夏普、三菱電機以及富士通等日本電

子大廠的 FPD製造部門。但到了 2000年初期後，韓國以及臺灣的 TFT-LCD

製造部門在東亞 FPD產業供應鏈快速追趕日本電子大廠的技術水準，日本電

子大廠被迫撤退全球大尺寸 TFT-LCD市場，日本 TFT-LCD生產設備與電子

材料廠則失去了日本大宗客戶。如此，日本 TFT-LCD生產設備與電子材料

廠便需要改變 FPD產業的戰略性耦合策略過程，將市場的目標鎖定在韓國

以及臺灣的 TFT-LCD製造廠商。

如後續的分析告訴我們，臺灣的 FPD廠商透過大約三十年的探索量產

技術的經驗、日本電子大廠的技術移轉以及日本技術人才的引進學習 TFT-

LCD製造技術，快速地建立大尺寸 TFT-LCD生產體系，迫使日本廠商面臨

被驅離大尺寸 TFT-LCD市場的命運。但在 TFT-LCD生產設備與電子材料等

技術領域，臺灣的廠商仍然無法獨立運作，不得不依賴日本廠商的產品供

應。日本的 FPD產業雖然放棄「下游控制」（壟斷製造大尺寸面板的技術）

的戰略性耦合機制，但加強對於臺灣以及韓國廠商的「上游控制」（壟斷生

產設備與電子材料的技術）優勢。

日本 FPD產業的戰略性耦合從「下游控制」轉變為「上游控制」的趨勢

相當明顯，除了臺灣、韓國之外，中國的 FPD廠商也仰賴日本上游電子材

料與生產設備的供應。2011年 3月 11日，在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時，

FPD產業的上游電子材料廠，如日立、JX、佳能、尼康等位於東北地區的工

廠受到地震的影響而停產，當時臺灣等東亞 FPD廠商因而面臨限產的困境

（李欣，2011）。

至於 FPD生產設備，情況更明顯，ULVAC（濺鍍、電漿、CVD、液晶

滴注設備）、Nikon（投影式曝光設備）、Canon（投影式曝光設備）以及 TEL

（光阻塗佈、顯影、光阻剝離、乾式蝕刻曝光設備）等日本廠商壟斷全球主

要 FPD生產設備市場。而且以日本設備廠為主的全球液晶面板生產設備廠

商的行銷重點都在臺灣、中國大陸、韓國等亞洲區域（陳慧娟，2008）。臺

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元件產業協會的主管指出，生產設備以及電子材料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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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上市的時候需要爭取到品質與服務的認證。但臺灣生產設備廠與電子材

料廠規模較小，無法將龐大的資金長期地投入到研究開發獲得商品認證，以

打破日本產品壟斷全球市場的局面（TA–4）。臺灣生產設備大廠總經理說明

臺灣生產設備產業的發展狀況：

以臺灣來講，你剛有提到工業局有設備自製率提升的一個專案，

那以目前整個自製率應該是設備部分大概到 40%–60%，不過那個

時候 Process的部分大概有到 80%以上了，不過設備以 Array設

備基本上，我們在 Array端的設備臺灣大概還是 focus在自動化

設備 automation的一些 handling systems，再來可能就是 cleaner

的設備，還有一些可能會牽涉到檢測設備了。這是在臺灣目前的

情形，看起來跟五、六年前變動不大，等於是說因為這一塊其實

臺灣也沒有投入太多的，比如說 Nikon、Canon像他們做的這些

曝光設備，基本上在臺灣目前應該也沒有人在做了（TE–2）。

如此，由於 FPD生產據點從日本轉移到臺灣與韓國，日本生產設備廠

的主要客戶也從日本電子廠轉變為臺灣與韓國的廠商。以往的日本生產設備

以及電子材料業者的大宗客戶（日本電子大廠）的沒落，對於日本 FPD戰

略性耦合策略過程帶來相當大的衝擊，日本生產設備以及電子材料業者被迫

進行國際市場的開拓，則開始加強與臺灣 FPD廠商與之間的交易關係。日

本生產設備廠主管指出：

我們正與臺灣方面交易協商的部分，比如說電視用、智慧手機

用、mobile用還是觸控液晶面板用的，如果我們向臺灣銷售生產

設備的話，「曾經有沒有跟三星、LG生意往來？」被問到像這樣

的事情，嗯，就像臺灣廠商在做文件篩選一樣。倒沒被問到是否

跟夏普有沒有生意往來。現在三星與 LG液晶面板製作技術變成

主流了，製造商夥伴之間的關係正逐漸變化。透過 OEM業務之

類的。不管怎麼說韓國都比日本值得關注（J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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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本生產設備廠主管的說法，目前歐美與新興國家市場皆以三星電

子生產的電視為主流。因此，日本生產設備廠商將 FPD生產設備賣給臺灣

時，會先被詢問是否與三星電子和 LG有所交易往來。這已經變成簽訂契約

的條件。臺灣 FPD製造廠商也並不關心日本生產設備廠商是否與日本電子

大廠夏普簽訂契約。另外，日本光學生產設備大廠業務經理也指出，韓國與

臺灣 FPD製造產業的抬頭是 2000年左右，但同時期日本電子大廠對大尺寸

TFT-LCD的投資趨於保守，也大幅度地縮小對於日本生產設備與電子材料

方面的訂單規模。失去日本大客戶的日本生產設備廠便開始將 TFT-LCD生

產設備轉賣給臺灣與韓國廠商：

比如說液晶面板技術的保護，夏普、NEC、日立之類的電子大廠

（TFT-LCD製造商）理應加以防範才是。但我們不是那類廠商，

頂多只是站在提供製造液晶面板用生產設備廠的立場。只要是達

到某些符合我們標準的客戶，不管是世界上的哪邊，我們都會賣

給他。這點無論是在臺灣、韓國，還是中國都一樣。我們就是像

這樣去接訂單。恐怕是日本其他生產設備廠商接不到來自日本的

訂單，所以，臺灣的部分，大概在 2000年左右開始大量賣到臺

灣（JE–2）。

依據日本光學生產設備大廠業務經理的說法，夏普著手進行第六世代液

晶面板研究開發的時期，臺灣企業開始建立市場主流的第五代廠。因此向受

訪者的公司收購第五世代露光設備（lithography）。日本光學生產設備大廠業

務經理指出：

就客戶的名單來說，亞洲客戶已經壓倒性地超越日本客戶。日本

的客戶幾乎不再投資。玻璃基板大概是這麼回事，（日本的客戶）

會要求內部結構到很細節的部分。其他的話，日本電子大廠幾乎

都沒有進行投資。其實我曾經任職於我們公司行銷部門。在那間

公司我負責日本客戶方面的業務。它是只注重日本客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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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後來在日本國內沒有市場了，簡短的說，就是由於公司重

組而我被裁員來到這邊（本公司光學機器事業部）。由於日本的

不景氣，1997年山一證券（日本著名的證券公司）倒閉，已經

失去投資環境了。放棄了。這段期間韓國與臺灣努力發展，持續

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不過我們日本方面，一旦放棄過投資想回頭

再開始投資還真難呢（JE–2）。

日本的電子大廠（夏普等）與日本 FPD生產設備製造廠之間雖然曾經存

在交易往來，但日本電子大廠已從大型 FPD市場抽手，目前日本設備製造商

的主要客戶（市場）則是臺灣、韓國以及中國大陸。臺灣的生產設備廠商畏

懼過高的成本，不積極進行高技術層次的生產設備之研究開發。故此，比起

韓國，臺灣的 FPD製造商從日本設備廠購買更多的生產設備。我們從日本政

府發表的統計資料也可以追蹤如上的整體性轉變過程。對於國內外需求的占

有率而言，1996年，日本 FPD生產設備的 78%銷往日本國內市場，銷往國

外的比率僅 22%。但 1999年之後銷往國外市場的比率愈來愈提升，到了 2005

年，銷往國內市場的比率減少到僅19%，銷往國外市場的比率卻成長到81%，

國內外市場需求比率和以前變得相反了。對於銷往國家類別而言，2005年，

對臺灣的出口量在出口總量所占的比率達到 63%、對韓國的出口量所佔的比

率是 31%、對中國大陸出口量所佔的比率是 4%，主要的出口市場變為日本

以外的亞洲（経済産業省経済産業政策局調査統計部，2006: 38–39）。

對於產品架構（產品技術定位）而言，在臺灣 FPD廠商與日本電子大

廠之間的技術關係，臺灣廠商已將日本「非標準化、默會知識（tacit knowl-

edge）」的大尺寸液晶面板製造技術轉變到「標準化、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因此對於臺灣廠商而言，大尺寸液晶面板的製造屬於「標準

化、外顯知識」的階段。然而，在生產設備的產品架構，生產設備的技術與

FPD製造技術不同，需要更長期的「反覆試驗學習」，但長期累積下來的技

術知識與 know-how鑲嵌在日本企業內部的技術團隊與組織，不容易傳到國

外。日本 FPD設備廠的行銷部門總經理指出，生產設備廠商如何保護他們的

技術知識，以免將技術機密流失到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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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半導體以及液晶面板的製造技術流失到韓國、臺灣的主要

原因是，日本廠商都有公開跟自己有交易往來的生產設備公司名

單。半導體產業都有跟美國以及日本的生產設備公司有生意往

來，韓國以及臺灣的半導體廠商從這些美國以及日本的廠商購買

生產設備，就可以生產半導體產品。液晶面板也是如此。安川電

機等機器人以及馬達廠商，還有日本的電容器廠商，他們絕對不

會公開說跟他們有交易關係的生產設備廠名單。不會公開生產設

備廠名單的日本電子廠商，例如，機器人馬達電容器晶片電容器

廠商都在全球市場保持他們的技術優勢，韓國與臺灣的廠商無法

打敗這領域的日本廠商。不過，即使日本的半導體以及液晶面板

廠商拿到臺灣和韓國的技術移轉指導費、告訴他們跟日本廠商有

合作關係的生產設備廠商名單⋯⋯生產設備廠商的技術也不容易

流失到國外。因為日本的生產設備廠商的高級工程師也有跳槽到

臺灣與韓國的廠商的例子，不過，生產設備不是由一、兩個工程

師可以生產的，而是由技術團隊合作生產的，所以不容易流失到

國外廠商（JE–10）。

臺灣廠商考量昂貴的成本與長期的「反覆試驗學習」，不敢投資龐大的經

費於 FPD生產設備的研發，因此臺灣的 FPD產業在生產設備的商品架構上仍

處於「受控制的」階段。從 GVC策略分析的角度而言，臺灣的 FPD產業混

合採用兩種商品鏈管理機制：「生產過程的升級」與「跨領域的升級」策略。

臺灣的 FPD產業透過調整人事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以及利用國外生產基地等

方式節省生產成本（「生產過程的升級」），並與日本生產設備廠商與電子材料

商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快速地學習核心技術知識以節省在公司內部長

期地進行「反覆試驗學習」的時間（「跨領域的升級」）。在「跨領域的升級」

策略的過程中，臺灣 FPD製造廠商為了生存，必須加強與日本生產設備與電

子材料廠之間的合作關係，也需要提升協調與調整日本技術的能力。例如，

購買機器也是一種技術學習，因為要購買生產設備的臺灣 FPD製造廠商，需

要提早思考製造液晶面板的關鍵製造技術與規劃面板設計的整體構想。而且



臺灣 FPD產業的戰略性耦合與技術依賴 307

購買生產設備之後，因為每臺生產設備都有不同的特性，生產液晶面板時，

臺灣 FPD製造廠商與日本設備廠商需要密切的溝通，合作建立一個良好的生

產面板的流程。尤其是在整個 FPD產業，生產設備是關鍵的機器設備，對於

FPD產業而言，與生產設備廠之間的互動算是控制全球供應鏈，推動戰略性

耦合策略過程的重要步驟。

肆、臺灣 FPD產業的戰略性耦合 : 
「生產過程升級策略」的限制

一、 臺灣 FPD產業的戰略性耦合優勢：縮短發展速度的發展
機制

如上述的分析顯示，日本的 FPD產業受到「企業主義調節模式」（雇用

保障、企業運作管理保障以及企業內部長期性培養人才與技術機制）的衰落

之影響，難以維持以往的「生產者驅動商品鏈的優勢」，將戰略性耦合策略

過程從「下游控制」轉變為「上游控制」，推動將 FPD生產設備與電子材料

往其他東亞國家銷售，以抑制日本科技人才的持續流失，保住日本科技產品

的競爭力。

如文獻回顧的分析所述，臺灣高科技產業與日本的發展模式不同，透過

社會網絡等社會鑲嵌機制引進國外技術，以快速地趕上工業先進國家的產業

規模（Tzeng, 1995; Tseng, 1997；徐進鈺，1998; 1999；陳東升，2008；熊瑞

梅，2008）。例如，跨國人際網絡、以產業群聚為基礎的技術學習網絡、開放

性企業間關係以及科技人才的國內高度流動性、調整與磨合（tuning）日本

技術的能力等都是臺灣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是戰略性耦合的優勢。在「戰

略性耦合的優勢」（企業╱跨國社會網絡、員工的高流動率以及調整與磨合

（tuning）日本技術的能力）之下，臺灣 FPD廠商透過產業社群的跨國人際

網絡從美國以及日本引進製造 FPD的技術。

在臺灣的戰略性耦合裡，「人才的高度流動性」也扮演核心的角色。臺灣

FPD產業的發展透過國內產業界科技人才的跳槽快速進展，頻繁的人才流動

推動臺灣 FPD產業的知識流通。臺灣的 FPD產業之發展起源於 197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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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於 1976年，周天祥（敬業電子董事長）透過服務於美國休斯飛機的李逸

士介紹，從休斯飛機引進液晶面板製造技術，合作生產供手錶應用的 TN-

LCD。1980年，服務於美國自動儀器控制公司（Honeywell）的林文彬投資

5萬美元設立 Polytronix，生產特殊用途的液晶面板。1991年，臺灣的碧悠

電子併購 Polytronix，從 Polytronix引進 STN-LCD量產技術。於此年代，由

於日本電子大廠長期拒絕技術移轉，碧悠除了透過臺灣人在美國創立的液晶

面板企業引進技術之外，自己也必須摸索臺灣本土液晶面板產業技術。碧悠

的科技人才跳槽到後來成立的勝華科技、凌巨科技等 STN-LCD公司以及奇

美電子、友達光電等 TFT-LCD廠商，碧悠電子的科技人才的流動促使製造

液晶面板的關鍵技術流通並擴散到國內的其他相關廠商。

1970年代到 80年代，扮演臺灣液晶面板產業跨國技術知識流通與擴散

的主角皆以個人或小企業為主，即使從美國引進實驗性的、基礎研究方面的

技術也無法投入龐大的資金與人才，將這些實驗性的技術轉變為量產技術。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中期，雖然日本企業沒有將技術移轉到臺灣企業，但臺

灣的液晶面板產業將臺灣人在美國創業累積下來的技術與臺灣本土技術結合

在一起，建立臺灣液晶面板產業初期的技術基礎（王淑珍，2003: 105–113）。

日本的液晶面板產業從美國引進技術時，電子大廠扮演核心的角色，投入龐

大資金將美國的實驗性技術轉變為量產化以及商品化技術。與日本的情況不

同，臺灣的液晶面板產業從美國引進技術時，在美國從事相關行業的臺灣科

技人才扮演核心的角色，他們在臺灣創立的 TN-LCD以及 STN-LCD企業，

培養了許多液晶面板產業的技術專家。這些科技人才跳槽到後來成立的 TFT-

LCD企業，鞏固TFT-LCD的初期技術基石（田畠真弓，2007; 2009）。如此，

臺灣的 FPD產業雖然企業的規模較小，無法投入龐大資金將美國的實驗性

技術轉變成量產化技術，但透過戰略性耦合引進與調整國外技術，透過國內

的科技人才跳槽與流動，迅速地將國外的技術傳到國內的 FPD產業，以加

快產業的發展速度。

以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中期的跨國與國內 FPD產業界科技人才流動

與知識學習為基礎，臺灣 FPD產業 1998年後順利地從日本電子大廠引進相

關的量產技術。1990年代末期，全球液晶面板產業的競爭環境產生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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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1995年起開始量產第二代液晶面板的三星電子、LG Philips等韓國

廠商，在 1990年代末期陸續建立第三代及第三．五代液晶面板的量產生產

體系。1990年代末期，日本電子大廠也開始量產第三代液晶面板，但與 1990

年代初期相比，感受到相當強烈的外因競爭壓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從 1997

年到 98年，日本電子大廠開始與臺灣 TFT-LCD相關廠商建立技術合作關

係。三菱電機旗下的 ADI與中華映管、松下電子與聯友光電、日本 IBM與

達碁電子、東芝與瀚宇彩晶都是 1998年之後締結技術合作關係。到了 1999

年，透過日本電子大廠的技術移轉，臺灣廠商開始量產第三代及第三．五代

液晶面板。臺灣 TFT-LCD廠商到了 2001年，進入第四代廠的量產體系。

2000年之後，在 FPD應用產品（application）領域，大尺寸液晶電視機開始

受到歡迎。2003年，液晶電視機的主流變為 30英寸，為了生產大尺寸液晶

電視機，電視機廠商需要採購一公尺平方的第五代液晶面板。

從 1998年到 2002年，在不同階段下，臺灣 FPD廠商與日本電子大廠權

力關係產生相當大的變化。1998年，日本電子大廠「聯臺抗韓」策略成為日

本 TFT-LCD製造技術移轉到臺灣 FPD廠商的關鍵性契機。韓國廠商的追上

對於日本電子大廠帶來相當大的壓力，也促成日本廠商對臺灣廠商的技術移

轉。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給全世界的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時日本

FPD產業也面臨韓國廠商的步步進逼，日本液晶面板相關企業開始與臺灣企

業建立合作關係。特別是 2000年到 2003年的時期，日本與韓國之間的競爭

關係加快日本企業對於臺灣的技術移轉。因此潘美玲將這段臺灣液晶面板產

業發展時期叫做「聯日抗韓」階段（潘美玲，2004: 4）。1997年中華映管與

日本三菱電機旗下的面板製造公司（ADI）集團簽訂第三代 TFT-LCD技術移

轉合作，中華映管與日本三菱的技術移轉案實現後，1998年宏碁集團旗下的

達碁科技與日本 IBM簽訂三‧五代製程技術移轉合約，接著是 1999年華邦

與華新集團合資成立的瀚宇彩晶成功地從日本東芝引進技術。2000年達碁

從日本富士通取得廣視角專利技術授權「廣視角多域垂直排列技術」（Multi-

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 MVA），在大尺寸液晶面板生產上實現技術上的突

破（王淑珍，2003: 187–205）。

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由標準化技術為中心的美國公司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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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角色。故此，臺灣與韓國的半導體廠商享受標準化趨勢，投入龐大規模

的設備支出，不斷提升生產能力。但 FPD產業的商品化技術與半導體不同，

它不是由美國廠商開發出來的，而是由日本電子大廠所發展出來的。6日本

企業雖然一開始學習美國實驗性技術而開始推動 TFT-LCD產業，但經過

1970年代到 1980年代以夏普為主的電子大廠的努力，成功地開發出商品化

與量產化的技術。

日本電子產業的技術主導促成TFT-LCD生產技術的非標準化與隱性知識

化。受到日本企業技術開發的特性與規範之影響，TFT-LCD的商品化技術是

屬於封閉式的隱性知識，臺灣廠商引進日本技術的困難度比半導體更高。因

此，臺灣的 FPD產業雇用日本籍技術顧問的例子不勝枚舉（田畠真弓，2006; 

2009）。日本從泡沫經濟崩解之後，不景氣的狀態持續大約 20幾年。除了日

本的企業組織缺乏彈性，無法適應於快速轉變的全球經濟動態等組織結構性

問題之外，日本的昂貴勞動成本（日本受雇者平均年薪大約是臺灣的三倍以

上）也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如前所述，日本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無法維持

它的優勢，日本企業雖然維持終身雇用制，但也有公司開始引進「績效主義」

（performancism）。20幾年前，離開日本公司跳槽到臺灣或韓國公司的科技人

才幾乎都沒有，因為日本公司當時有保障他們的終身雇用制。但受到長期不

景氣的影響，整個情況大大改變，有些日本科技人員願意離開日本電子大廠， 

跳槽到韓國或臺灣公司的日本人也不少。行政院經濟部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

東京事務所幫業者尋找日本電子大廠 FPD部門的主管及科技人才（TA–4），

之外，臺灣的 FPD製造廠也陸陸續續地從日本電子大廠挖角主管級或高級技

術人才以引進核心技術。廣輝電子從日本三菱電子挖角的主管級科技人才，

曾經是廣輝電子大阪研發中心的總經理；元太科技也曾經從日本聘任日籍總

經理。臺灣的半導體產業透過美國矽谷的科技人才網絡引進關鍵技術，成為

6  正確而言，1960年代到 1980年代初，在液晶面板的技術從初期的 DS到 TN，TN到 TFT-
LCD發展的階段，是由美國 RCA公司研究所開發實驗性液晶面板關鍵技術，但接著的各
階段則由日本電子大廠成功地開發出量產與商品化的技術，特別是 1988年日本夏普公司開
發世界第一的 14吋彩色液晶面板，領先推動大型液晶面板的風潮，給日本電子大廠帶來大
幅度地提升全球市場占有率的機會（中田行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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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重要的生產重鎮。與此相同，臺灣的 FPD產業也透過戰略性耦合引進日

本的液晶面板產業的核心技術，以節省在公司內部長期地培養人才與商品化

技術的時間，順利加快產業的發展速度。

如後述，日本電子大廠自液晶面板產業抽手的趨勢也促成日籍技術人員

跨國流動的現象。除了日本液晶面板產業始祖夏普之外，日本的電子大廠由

於無法承擔龐大的蓋廠資金壓力，陸續放棄大尺寸 FPD製造領域。從 1998年

到 2002年，臺灣廠商已經藉由日本電子大廠的技術移轉與合作關係雇用日籍

技術人員，學得日本的非標準隱性技術知識。透過國內技術人員的跨企業流

動機制，日本技術知識迅速地擴散到國內 FPD產業群聚而成為鑲嵌於本地產

業社群的技術知識，使得國內技術人員得以輕易分享核心製造技術。隨著臺

灣 FPD產業規模的蓬勃發展，學習日本非標準技術知識的國內核心技術人員

跳槽到後續成立的廠商而促成臺灣 FPD產業界技術擴散效應。此外，中華映

管的例子顯示，1998年以後臺灣 FPD廠商透過申請 ISO（國際標準化組織）

認證等做法將從日本廠商引進的「非標準化」技術轉變為「標準化」技術，

促成日本技術在臺灣 FPD產業迅速擴散的趨勢（田畠真弓、莊致嘉，2010）。

陳東升（2008）的研究也呼應臺灣FPD產業發展的戰略性耦合之脈絡。

他指出，臺灣 FPD產業透過技術移入的技術學習、研發技術創新，以及透過

人才流動造成的技術擴散的三個階段是同步發生的，這種技術學習、創新與

擴散同步化機制就是臺灣技術在地化的特殊性。FPD產業而言，技術移入乃

是從日本電子大廠關鍵技術的引入過程，技術擴散所指的是臺灣國內產業組

織間的技術移轉。技術擴散的代表性機制為工業技術研究院從日本或美國引

進相關技術之後，將這些技術移轉給民間公司的過程。這些技術移入與學

習、技術在國內產業界移轉與擴散、研發創新的各自時間點壓縮過程就是臺

灣 FPD產業特有的「三合一機制」（陳東升，2008: 312）。

二、 臺灣資本主義調節模式的衰落 :「生產過程升級策略」
的限制

臺灣的 FPD產業剛開始萌芽時，政府將它認定為「兩兆雙星」產業之

一，工研院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重點核心產業的發展，2002年成立經濟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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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影像顯示產業推動辦公室（CIPO: Color Imaging Industry Promotion Office）。 

CIPO整合產、官、學、研各方面之能量以協助 FPD產業的投資與擴張，2006

年臺灣的 FPD產業在大尺寸 TFT-LCD領域表現相當出色，出貨量達約 1億

4,000萬片，相當於全球市占率 50％，領先韓國電子大廠，位居世界第一位

（科技產業資訊室，2006）。但 2000年代末期後，臺灣 FPD產業錯失機會，被

韓國，甚至被中國廠商快速追上來。相較於韓國、中國以及日本，臺灣 FPD

產業對於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螢幕領域的

投資相當保守。韓國 FPD廠商面臨中國廠商在 TFT-LCD領域猛追，因應這

個局勢，開始投資 OLED螢幕的開發。相較於 TFT-LCD，OLED螢幕比較

薄，也更省電，色彩對比也相當鮮豔，也可以製造具有弧度的螢幕。但技術

難度高，使用相當複雜的材料與化學程序，而且需要細膩的良率控管。韓國

以及日本廠商率先將大筆資金投入於 OLED的產能，取得不少與 OLED相關

的專利，中國廠商也開始投資OLED螢幕產業（TOPICS工商雜誌，2017）。 

2017年 3月，友達電子由於沒有跟上 OLED生產潮流，被剔出蘋果兩百大供

應商，至此，臺灣 FPD廠則完全退出蘋果全球供應鏈（中央社，2017）。2019

年蘋果 iPhone新機將全數搭載 OLED螢幕，臺灣的 IDM（委託設計與製造廠

商）：和碩與緯創僅承接少量 OLED機種組裝訂單，其他組裝 iPhone的OLED

機種訂單都由鴻海承接（聯合新聞網，2018）。鴻海旗下的 FPD大廠，群創

電子雖然沒有投資 OLED螢幕，但與它同樣是鴻海旗下的日本夏普於 2018

年春季開始量產手機用 OLED面板。iPhone X OLED面板目前由韓國三星獨

家供應，因此，鴻海透過夏普的量產技術，試圖拿下 iPhone面板訂單（尹慧

中、蕭君暉，2018）。

綜上，東亞 FPD市場版圖洗牌的轉變過程顯示，在 FPD產業的主流產

品從 TFT-LCD變為 OLED面板的趨勢，臺灣的 FPD產業無法與蘋果等核心

科技品牌廠商的全球供應鏈接軌，除了鴻海之外的其他 FPD廠商面臨全球商

品鏈中產生的「脫軌」危機。鴻海的狀況也不能說是樂觀的，OLED面板的

技術完全仰賴於併購的日本夏普，已經放棄在臺灣國內培養人才與技術的策

略，僅靠從日本購買的 FPD廠與科技人才，好不容易才能夠對抗韓國的技術

水準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筆者認為，上述危機所發生的原因在於臺灣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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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耦合：國家與產業間合作網絡、企業間╱跨國社會網絡、員工的高度流動

性以及調整與磨合（tuning）歐美以及日本技術的能力失去競爭力的結果。

對於技術競爭力而言，臺灣的戰略性耦合受到全球化勞動市場發展的影

響，漸漸地失去它的優勢。例如，員工的高度流動性曾經是臺灣高科技產業

快速發展的重要機制，從歐美以及日本的廠商學習先進技術的科技人才透過

跳槽快速擴散在臺灣國內科學園區產業群聚，臺灣的科技產業很短的時間內

吸收國外的核心技術，則能夠縮短產業發展的時間。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

起，情況有所改變了。臺灣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萌芽期到發展期，臺灣員工

的高度流動性僅發生在臺灣國內科學園區等產業群聚圈子裡面，很少發生臺

灣的科技團隊，例如研發主管帶自己的團隊，移籍到中國的科技產業等大量

科技人才流失到國外的現象。Cohen and Levinthal（1990）指出，創新研發

需要長期地能夠培養人才、累積技術與經驗的「封閉型的場域」，但這幾年

臺灣的科技人才比以前更頻繁地流失到國外，在臺灣國內長期地培養人才以

及累積技術與經驗的「場域」幾乎都消失，對於臺灣科技產業整體技術能力

的培養帶來嚴重的傷害。臺灣的科技產業長期以來透過「生產過程的升級」

的策略加強國際競爭力，例如，透過調整人事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以及利用

國外生產基地等方式節省生產成本，特別是人事成本的削減相當嚴重，臺灣

的科技人才幾乎都每天上班到晚上九點或更久。對於以代工為主要業務的臺

灣科技產業而言，趕工遊戲是職場的規範，臺灣科技人才的薪資普遍比國外

低，而且他們的工作陷入血汗勞動的窘境。新加坡科技人才介紹公司的獵頭

描述臺灣科技人才流失到國外的過程：

臺灣的工廠薪水比較少，待遇比較差，跟國外比起來阿，那比較

厲害的就會出去。留下來的就是有一些原因，不得不留在臺灣，

有可能是家庭，能力阿，親戚阿，個人因素留下來。那臺灣的公

司不在乎這些出去的人，因為它要的是可以接受它條件的人，那

出去的都沒有辦法接受阿，像我有同學，他是中興大學畢業的，

然後他想要找一個可以正常上下班的公司，在桃園找不到。他就

出去了，去了新加坡。而且他原本可以做工程師的，不過他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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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沒有做工程師，做比較基層的工作。可是時間固定 8個小

時。 在工廠裡面，那兩年他升工程師了，因為他能力夠，他進

去開始的時候薪水 1900塊新加坡幣，非常少。大概快五萬臺幣

而已。因為在新加坡吃住就要四萬臺幣左右，所以五萬臺幣根本

就不夠，什麼都不能買。他這樣子撐了兩年，現在薪水大概

3500塊新加坡幣，新加坡有調薪的機會，你有很多往上的機會。

因為各國的人才都來新加坡，也沒有特別針對哪一國，有能力可

以調薪。他目前的薪水是 8500新加坡幣，他 2010年去了，那目

前（2017年 10月）的薪水是 8500新加坡幣，所以大概臺幣 21

萬左右。在新加坡算還不錯的薪水，還沒有到很好。他同一期的

同學薪水還在 6萬臺幣阿，因為他沒有家庭的因素，可以去哪

邊。所以很多工程師想要出去。他在臺灣畢業中興大學電機系，

他在新加坡本來一開始是作業員，然後變成助理工程師，那現在

是主任工程師（TH–3）。

日本的科技產業雖然面臨終身雇用制的衰落，但日本的勞動市場仍遠比

臺灣更封閉，FPD產業的生產設備以及電子材料產業等都保持終身雇用制，

以長期地培養核心人才與技術。日本的生產設備的工程師也有跳槽到臺灣、

韓國以及中國等其他東亞國家廠商，但生產設備的製造技術鑲嵌於日本公司

的研發團隊，工程師個人跳槽到國外公司也無法將核心技術一起帶走。因此，

面臨人才跨國流動風潮的臺灣 FPD產業已經無法對抗日本企業在生產設備以

及材料產業領域的全球壟斷趨勢。莊字釩（2018）的研究也顯示，臺灣科技

產業的人才常換工作的主要原因在於，科技人才被業界需要他能力與經驗的

時候，他的附加價值才會產生。臺灣的科技產業幾乎都忽略沒有經驗的社會

新鮮人之潛在能力，科技人才透過換工作才可以加強自己的附加價值，才有

機會提升薪資（莊字釩，2018: 20）。但問題是在臺灣的勞動市場結構裡缺乏長

期的人才培養機制，曾經僅在臺灣國內產業群聚圈子裡面流動的科技人才，

這幾年受到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的影響，陸陸續續地流失到國外，不容易產生

技術與經驗的國內傳遞與累積，對於臺灣科技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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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臺灣 FPD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優勢在於「生產過程的升級」，

那是透過砍掉人事成本，以及利用跨國生產與物流系統提升產品的價格競爭

力。不管廠商本身的意願或配合客戶的要求，在臺灣的科技產業「三角貿易

（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相當普遍，在生產成本低廉或在主要消費市場的國

外蓋工廠，操作國際物流系統，就可以加強「生產過程的升級」的效果（潘

姿羽，2018）。鴻海對跨國物流策略相當積極，旗下的夏普除投資 OLED面

板之外，也投資布建在鄭州及湖南的 OLED面板等生產線，在中國深圳也設

立晶片研發中心。在美國開始建立機器人、電動車、電視、面板及半導體等

核心科技產業供應鏈。砍掉人事成本也是「生產過程的升級」策略的重要一

環，鴻海廠區內投入約六萬台工業機器人，減少大量的人力成本以提升毛利

率（周岐原、黃煒軒，2017）。至於鴻海的人力成本調節策略，臺灣 FPD大

廠的主管提出如下的看法：

鴻海積極地減少工廠的員工，本來有九萬人的員工，隨著工廠的

自動化，已經減少到六萬人（2017年上旬）。最後的階段，減少

到四萬五千人，大概減少到本來員工人數的一半。因為為了跟中

國廠商競爭，必須引進自動化系統，削減成本。日本廠商的生產

成本遠比臺灣高，所以日本企業也需要引進自動化系統⋯⋯這是

透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筆者附註）的全自動

化系統，日本的液晶面板廠商沒有引進。日本企業雖然壟斷 FPD

產業的生產設備以及電子材料等核心技術，不過日本廠商對引進

自動化不積極，完全沒有做自動化系統的投資。日本廠商動作非

常慢，臺灣廠商領先引進自動化系統。日本廠商也有發現成本是

關鍵問題，但對削減成本的各種規劃沒有投資。所以，日本廠商

越來越失去它的競爭力（TM–5）。

相較於日本液晶面板廠商，臺灣廠商的決策速度非常快，領先引進自動

化系統以順利砍掉人事成本。但對於員工的權益與技術的累積而言，自動化

系統的引進則讓臺灣的廠商失去長期地培養人才與技術的機會。日本 FPD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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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廠的行銷部門總經理指出，過度注重削減成本的「生產過程的升級」這一

策略的問題與限制：

臺灣的客戶（FPD製造商：筆者附註）不願意繳「開發實驗費」。

我們日本設備廠與客戶合作開發新的產品技術，客戶通常花錢拜

託我們進行基礎實驗，我們透過這實驗可以嘗試新的技術，可以

開發生產設備的新功能。不過，臺灣的客戶不願意繳實驗費。他

們不繳實驗費，所以不能進行新技術、產生創新的實驗⋯⋯需要

長期的磨練，無法馬上拿到利益的工作，臺灣的廠商沒有興趣

（JE–10）

日本的廠商指出，臺灣廠商對需要龐大經費的長期性「反覆試驗學習」

沒有興趣。臺灣廠商依客戶的需求，隨時都會降低產品的規格與價格，迅速

提供「性價比」（cost–performance ratio）高的產品。問題是中國的廠商也仿效

臺灣以CP值為優先的行銷策略，透過龐大廉價勞工的力量與臺灣廠商競爭， 

臺灣廠商的優勢早晚會被中國廠商所取代。社團法人臺灣電子設備協會的主

管與臺灣 FPD大廠的主管分別對於臺灣廠商的未來出路提出如下的看法：

我們長久以來認識的日本廠商，他們都希望東西做得最好，材

料⋯⋯各種參數都希望做得最好。那麼，臺灣也有學習日本的，

不過很多都是有學習歐美的 style，其實我們現在強調的是「性

價比」，就是比能夠用好一點點，特別是現在製程設備，它轉變

的那麼快，你今天一台設備讓它不會壞，就是不要說不會壞阿，

可以讓它用十年、二十年，可是製程的轉變，可能使用它五、六

年就好了⋯⋯鴻海合併夏普的是，真的是好事啊，現在夏普有它

的出海口就對了，現在不用擔心客戶的事啊，你（夏普 :筆者附

註）只要擔心能不能做出來啊，然後鴻海的採購也相對便宜，那

鴻海幫夏普做品牌，就是品牌，現在在美國阿，聽說夏普前年還

在十幾名外，今年上半年第四名阿，北美的電視品牌⋯⋯因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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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本來不會做品牌，是可以很好的 support在製造端的供應阿⋯⋯

鴻海入主夏普，夏普還有，最好保有夏普它的一些品牌。就是價

值。日本的 Japan Display7也一樣啊，它如果可以跟鴻海合作，

我是覺得在那邊更快把它導入到蘋果的供應鏈。（鴻海：筆者附

註）可以幫它（Japan Display：筆者附註）（JE–10）。

現在就是日本電子大廠面臨危機的時候，中國崛起之後，如果臺

灣廠商希望繼續發展的話，需要合併日本企業。臺灣企業想要對

抗中國企業，提升競爭力，就需要跟日本企業合作或合併日本企

業，沒有其他的路。從日本企業引進人才，還有技術，還有日本

的品牌。臺灣的經濟持續發展，就需要跟日本企業合作，這是關

鍵（TM–5）。

上述訪談結果顯示，臺灣的 FPD產業界沒有特別注重臺灣品牌的建立、

長期的人才與技術的培養等業務。臺灣產業界人士認為，為了配合激烈變化

的科技產業循環週期，臺灣的廠商必須加強日本企業所不擅長的性價比提升

以及全球市場的行銷等策略。具體而言，臺灣的廠商必須專心扮演協助日本

企業開拓全球行銷管道的角色，將需要長時間與龐大成本的品牌建立、人才

培訓以及技術開發業務交給日本廠商。臺灣科技產業所規劃的「臺日互補發

展模式」（臺灣產業界負責全球行銷策略與成本的控制，日本產業界負責品

牌建立、人才培訓以及技術開發）是否成為中國崛起後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

新調節模式，我們必須觀察後續的進展。但我們無法忽略，臺灣科技產業界

的過度注重節省成本，以「性價比」爭取全球市場的策略，需要壓低人事成

本以及低薪資勞動市場結構。在此發展模式之下，臺灣產業界容易剝削科技

人才的剩餘價值，無法承受血汗勞動的人才往國外流失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另外，對於長期的角度而言，臺灣廠商雖然能夠協助日本科技產業開拓全球

市場，但不容易解決臺日技術依賴的問題。

7  Japan Display（日本顯示器，簡稱 JDI ）成立於 2012年，由半官方基金日本產業革新機構
（INCJ）整合索尼、東芝與日立中小型顯示器部門（後來 Panasonic的中小型顯示器部門也
加入）而成的中小尺寸面板大廠（楊芙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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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2000年代初，夏普（Sharp Corporation）等日本品牌電子大廠面臨長期

性的經濟蕭條與韓國集團企業的追趕等危機，將 FPD製造業務外包給臺灣企

業以降低生產成本。日本科技產業的「調節模式」（mode of regulation）：產

業的生產模式與制度、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關係，例如，FPD分工合作體

系（包括電子材料以及生產設備等上游部門到製造 FPD以及生產 FPD電視

的下游部門）、企業運作管理保障、終身雇用制、企業內部升遷制度等發展

調節模式，在長期性的經濟衰退中失去競爭力，導致人才與技術知識流失國

外。日本第一 FPD廠商夏普無法阻止關鍵技術的國外流失，臺灣的 FPD廠

商透過日本企業之間的合作與人才的引進吸收 FPD的量產技術，迅速地建立

FPD生產據點，以奪取全球 FPD市場五成左右的占有率。臺灣 FPD廠商雖

然在 FPD製造（下游部門）技術領域能夠自立，但在附加價值與毛利率相當

高的製造 FPD生產設備與電子材料等上游部門，無法從日本廠商引進技術，

仍依賴於日本廠商的商品。以靜態發展路徑為分析重點的依賴理論與雁型模

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無法分析如此轉變的邊陲國家與核心國家之間

的權力動態關係，GVC的分析也僅探討供應商的策略如何影響到價值鏈治

理結構，沒有分析邊陲國家供應商透過全球商品鏈轉變為主導企業的動態過

程。因此，本研究從戰略性耦合的分析角度，試圖探討臺日 FPD產業在不

同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調節模式之下，透過戰略性耦合策略，調整與合作廠商

之間的關係。

日本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雖然失去它的優勢，但日本的生產設備產業生

存下去的主要原因為何？如前所述，面臨日本企業主義調節模式的崩潰，一

些核心工程師流失到國外，日本 FPD製造部門的技術競爭力則受到相當嚴重

的打擊。隨之而來的則是臺灣與韓國的廠商取代日本 FPD製造部門的地位以

壟斷全球 FPD市場，日本的生產設備廠商改變它們的戰略性耦合策略過程，

將銷售生產設備的主要大宗客戶從以往的日本電子大廠轉變為臺灣與韓國的

FPD廠商。如上所述，FPD生產設備以及電子材料產業的研發需要團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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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到人才流失影響的機率很低。目前，日本生產設備廠商的戰略性耦

合策略過程相當成功，但在不容易維持以往長期性的人才培訓機制的情況

下，日本 FPD產業必須加強核心技術的國內封閉性開發機制，以免直接受到

人才流失的負面效應。日本政府也相當關心如何維持國內生產設備與電子材

料產業的競爭力，開始討論政府方面協助國內生產基地技術開發的措施（茂

木敏充，2013）。

日本廠商在製造 FPD領域失去競爭力，但在製造 FPD設備與電子原材料

（上游部門）市場擁有壟斷性的優勢，主導東亞科技產業的國際分工場域。

在此全球供應鏈場域，臺灣廠商陷入越生產 FPD必須購買日本昂貴的製造

FPD設備與電子材料的不對等依賴關係。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如上的臺日

FPD產業之間權力關係的轉變都受到「戰略性耦合與臺日資本主義的調節模

式之間關係」的影響。臺日 FPD產業都屬於「生產者驅動商品鏈」，在此科

技產業的全球商品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日本電子大廠控制住品牌與關鍵

技術，臺灣廠商對於品牌與關鍵技術的建立沒有很積極，但控制全球市場的

行銷、占有率與 CP值高的製造能力，以與日本廠商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關

係。對於科技產業發展模式而言，日本科技產業以長期的技術發展策略為基

礎，控制品牌與技術的優勢，推動「技術中心發展策略 」。日本廠商控制品

牌與技術，因此臺灣 FPD廠商透過「被動性功能降級」放棄 R&D以節省研

發與人才培訓經費，透過國際物流、自動化系統以及砍掉人事成本（生產過

程的升級）等策略提升產品的CP值。這是臺灣廠商的「性價比」（CP值）發

展策略，配合客戶的需求提供功能對於價格的比值高的產品。本研究的分析

指出，臺日技術發展模式與戰略性耦合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例如，臺灣科

技產業技術發展模式透過戰略性耦合加強「跨領域的升級」的效果。具體而

言，透過國家與產業間合作網絡、企業間╱跨國社會網絡、員工的高度流動

性以及調整與磨合（tuning）歐美以及日本技術的能力，快速引進核心技術與

資源以提升技術水準。日本科技產業技術發展模式受到「日本資本主義的調

節模式（企業主義調節模式）的影響，透過此調節模式達成「商品升級」的

效果。在日本資本主義調節模式，企業組織扮演核心的角色，日本的科技廠

商透過 FPD分工合作體系、企業運作管理保障、終身雇用制、企業內部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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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進行長期的技術開發與人才培訓以提升商品的附加價值。臺日科技人才

的勞動市場與兩國的人才培養與技術發展機制有密切的關係，勞動市場也受

到兩國資本主義調節模式的影響，也影響到兩國人才流失的過程。臺灣 FPD

產業界透過臺灣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戰略性耦合），具體而言，透過國家

與產業間合作網絡、企業間╱跨國社會網絡、員工的高度流動性等方式快速

引進國外科技人才。人才高度流動在臺灣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雙刃劍

（double-edged sword）的作用。科技產業剛萌芽時期，科技人才僅在產業群聚

裡跨公司跳槽流動，將國外的技術知識迅速在國內產業界傳遞。但這幾年隨

著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崛起，臺灣的科技團隊在研發主管的帶領之下移籍到中

國的科技產業，造成大量的臺灣科技人才流失到國外的現象。在人才流失到

國外的情況之下，臺灣的 FPD產業界放棄頂尖技術開發策略，透過「生產過

程的升級」：工廠的全自動化、刪減人事成本、生產據點的遷移、提升物流效

率等策略砍掉生產成本以推動提升 CP值策略，科技人才的薪資比國外水準

低，他們開始探索往國外發展機會。臺灣 FPD產業在進入戰略性耦合策略過

程中，透過 GVC策略與核心國家企業（先進者：first mover）建立分工合作

關係以順利地爭取到負責低階生產過程的業務。臺灣供應商的 GVC策略一

向都是後進者優勢（second mover advantage），在戰略性耦合之下，透過跨國

人際網絡引進先進者的關鍵技術與人才，以快速建立 FPD產業的國內生產

基地。後進者優勢策略雖然使得臺灣企業節省龐大的研發經費與長期人才培

訓等成本，但無法拿到產業的領導權，因此不容易享有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研發成果與專利等先進者優勢（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

日本 FPD產業界透過日本資本主義的調節模式（企業主義調節模式）：

FPD分工合作體系、企業運作管理保障、終身雇用制、企業內部升遷制度長

期地培養科技人才的技術與經驗。受到臺灣與韓國科技廠商的追趕、中國經

濟崛起的影響，有幾家日本電子大廠 FPD製造部門進行裁員。被解雇的與

FPD製造相關的科技人才以及退休人員以個人為單位到國外就業。科技人才

以個人為單位到國外公司就業造成與 FPD製造相關的核心技術流失到國外。

但 FPD生產設備以及電子材料產業的研發需要團隊工作，以個人的單位跳槽

到國外公司也無法將核心技術一起帶走。與日本的情況不同，在臺灣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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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不少由主管帶領部門研發團隊跳槽到國外公司的例子，臺灣的技術容

易流失到國外。

如前所述，科技後進國家沒有「技術租」，則不容易建立產業的進入障礙

結構。例如，臺灣科技廠商不容易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被迫採用全球分工

體系中「功能降級」策略，透過加強「生產過程的升級」，爭取到國外客戶的

訂單。具體而言，臺灣廠商放棄創新的挑戰，透過全球生產鏈（跨國人事成

本的調整以及物流系統）削減生產與物流成本，好不容易才能維持與國外客

戶之間的交易關係。日本科技廠商雖然受到臺灣、韓國以及中國企業的猛追，

但對於日本企業發展背景而言，終身雇用制以及內部勞動市場等長期性培養

技術改進機制（組織租）8支撐科技的發展與創新（Gereffi, 1999: 43），這樣

的「在地化能力」9不斷地提升日本科技產品的附加價值。

臺灣科技產業界認為，臺灣在全球商品鏈放棄長期需要投入經費的培養

人才與技術以及品牌的發展模式，專心扮演生產 CP值高的商品，幫歐美日

公司開拓中國等新興消費市場的角色。但問題是員工的高流動率是臺灣戰略

性耦合的核心機制，員工的流動雖然加快技術知識在企業組織間擴散以促成

產業群聚的發展，但此策略無法建立長期累積科技人才的能力、提升他們薪

資以及福利水準的發展模式，臺灣的廠商則容易陷入直接從歐美日購買技術

或挖角科技人才的思維。如鴻海等大資本科技廠商透過龐大的經費直接購買

日本的技術以及挖角科技人才以試圖解決臺灣欠缺核心技術與品牌的問題。

臺灣 FPD產業雖然透過戰略性耦合策略在全球 FPD商品鏈成功地開始

扮演主導角色，但臺灣廠商透過性價比（CP值）發展策略加入全球商品鏈，

8   「組織租」乃是日本公司組織內部累積下來的流程知識（process technology），例如，及時
生產（just in time production）、全面品質控管（total quality control）、模塊化生產（modular 
production）、預防性維修（preventive maintenance）、不斷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
等（Gereffi, 1999: 43）。

9  Sagasti認為，「在地化能力」所指的是整合後進國家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策略，也有搭
配獨創的科技發展模式的機制。具體而言，「在地化能力」的機制需要後進國家的科技與在

地經濟、教育、政治以及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果後進國家沒有考量在地社會環境

的因素，國家與企業的科學政策也有可能再加深後進國家對於先進國家的依賴，無法推動

獨立自主的「在地化能力」發展的機制（Sagasti, 197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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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低人事成本，科技人才往國外流失則變成常態。因此，科技產業界需要建

立人才循環（circulation）的機制，也就是長期性培養人才與技術的制度讓往

國外發展的人才隨時都可以回來，以累積國外與國內工作經驗與技術知識。

為了加強臺灣科技產業的在地化能力，臺灣的產業界必須把透過性價比（CP

值）發展策略與代工生產獲取的利益優先投入臺灣長期的人才培訓與雇用的

保障以及技術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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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Worries of Taiwanese FPD Industry
after the Defeat of Sharp:

Strategic Coupling and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Mayumi Tabata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erce, Sensh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ain reason for failur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n Japanese counterparts in Taiwan’s 
FPD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upling. 
Result of my research shows that Taiwanese FPD manufacturers, through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VC (global value chain) strategy and regulation mode 
of capitalism, strengthened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coupling: cost performance 
marketing strategies, cros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high mobility of engineers, 
and adjusting and tuning of technologies were introduced from Japanese counter-
parts and defeated Japanese consumer electronics giants.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ese strategic coupling also brought negative influence over the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both long-term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inter-firm and cross-national talent mobility. These 
problems resulted in the Taiwanese firms’ inability to develop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y still depend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Japanese counterparts.

Key Words: technology dependence, strategic coupling, regulation mode, 
FPD industry,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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